
第二十八章 维辛斯基 

  由于不了解莫斯科审判的内幕，世界舆论几乎都认为，检察长维辛斯基也是这些闹剧的主要导演之一。还认为，这个

人对被告人的命运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 出现这种看法也不足为奇，要知道，这些审判的真正组织者（亚果达、叶若

夫、莫尔恰诺尔、阿格拉诺夫、扎科夫斯基等人）始终都躲在幕后，而正是维辛斯基被官 方推出来作为总起诉人；出现

于“公开的”法庭审判之中。  

  读者肯定会感到奇怪，如果我说出，维辛斯基自己也曾绞尽脑计地试图猜透：内务部究竟用了什么特殊手段，居然能

成功地击溃和摧毁那些著名的列宁主义者地意志，并迫使他们自己诽谤自己。  

  有一点线辛斯基是清楚的。被告人都是无罪的、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检察长，他看出来，他们的口供得不到任何客观

罪证的证明。此外，内务部领导认为，有必要对维辛斯基摊开某几张牌，并向他指明那些他应该在法庭上尽量回避的危险

地方。  

  这就是维辛斯基所了解的一切。侦讯中的核心秘密是不允许让他知道的。任何一个内务部领导人都无权向他透露斯大

林的指令、审讯方式、折磨每个被 捕者的刑讯手段或者斯大林同主要被告人进行的谈判。维辛斯基不仅影响不了被告人的

命运，他甚至连预先对每个被告人准备好的判决书内容都不清楚。  

  一位世界知名的美国女记者，曾因一篇文章把国外很多人都弄糊涂了。这位夫人把维辛斯基写成了一个怪物，说他居

然将自己过去的朋友——加米涅 夫、布哈林等很多人送进了地狱。其实，他们从来就不是维辛斯基的朋友。无论在十月革

命的日子里，还是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都是对立的。一九二0 年以前，维辛斯基一直是个孟什维克。我认为，很多老布

尔什维克大概是三十年代初，维辛斯基被任命为总检察长时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姓。而他们亲眼看见这个人的 时间不会早于

一九三五年，当时，他们已被押上军事法庭，被控参与了刺杀基洛夫。  

  对待维辛斯基，内务部领导不仅是不信任更有股傲气，就象斯大林手下那些兜里揣着党票、有权有势的官僚对待反党

的人士的态度一样。甚至在训示他应该如何小心谨慎地对待那些没有把握的指控。他们对他也从不开诚布公。  

  维辛斯基有理由憎恨这些目空一切的主宰。他明白，他不得不在法庭上千方百计地随机应变、以弥补他们的拙劣工

作，不得不用自己的辩才去推动每桩 案件中那些愚蠢的牵强附会。他还知道：如果这些偷天换日的勾当在法庭上有所暴

露，刽子手们就会拿他去做替罪羊，至少也会给他扣上一顶“企囹暗中破坏”的帽 子。  

  内务部头头们也有理由讨厌维辛斯基。首先，他们蔑视他过去曾是“机关”的囚犯：在“机关”的档案中，一直保存

着他过去因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被 指控过的材料。其次，他们对他妒嫉得要命——注视着这些轰动一时的审判过程的世

界，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而他们这些创造惊人闹剧的真正作者， 却命中注定只能躲在幕后。要知道，是他

们用所谓“无中生有”之法，搞出了骇人听闻的阴谋，是他们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代价和努力，去摧毁和驯服了每一个

被 告人。  

  作为一个曾在卢比扬克大楼中呆过的囚犯，维辛斯基既害怕这幢大楼，又害怕在这楼里工作的人。虽然在苏联的干部

等级中，他的地位已高过象内务部 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这样的人物，但他第一次接到通知会见莫尔恰诺夫时，脸上



却不得不一直挂着卑微的微笑。至于亚果达，他给维辛斯基的全部赏赐，就是 在筹备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期间召见过他一

次。  

  对内务部所下的任务，维辛斯基执行起来格外卖力。在三次公审的整个期间，他始终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时刻准备反

击被告人做出的关于他们无罪的任 何一点那怕是最隐晦的暗示。利用被告人的支持（他们相互间就好象在进行自我抵毁的

竞赛），维辛斯基使出了浑身解数，为的是向全世界表明：被告们的罪行已全 部得到证明，不存在任何可疑之处。在起诉

发言中，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把“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吹得天花乱坠，同时又无一例外地要求判处全体被告人死刑。  

  他本人则渴望着活下去，这就是他如此卖命的首要原  

  ……（此处缺四页）  

  自传，并在上面注明了两个作为证明人的党员名字。维辛斯基也交上了自己的履历，其中写明，他在沙俄时代曾因参

加罢工蹲过一年监狱。  

  区党委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叫去，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归还早先收去的党证。对于最高法院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来说，这

一程序不会出现任何麻烦，实际上 甚至就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问题。这一切只不过是与在监委工作的老同志的一次短暂的

会面。我们几个比较年青的同志在接受审查后没急着离开，留了下来，想等审 查全部结束后大家一块走。轮到维辛斯基，

对他来讲，这可是一次严厉的考验，因为上一次，即一九二一年清党时，他被开除了，经过一年的苦苦要求才恢复了党 

籍。  

  过了半个钟头，又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又是半个钟头，维辛斯基始终没见出来。有人已经等累了，走了。最

后，线辛斯基终于窜了出来，神色惊 慌，满睑通红。原来，委员会没有把党证还给他。这意味着被开除出党。维辛斯基没

告诉我们，在这三个多小时内，那紧闭的房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躲到接待 室最远的角落里，惶惶不安地转来转去。 

  出大门的时候，维辛斯基赶上我们。他愤愤不平地高声说：  

  “岂有此理！这是侮辱人！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去党中央，把自己的党证扔到他们脸上！”  

  不知他准备怎样去扔他那已被收去的党证。我们劝他别干蠢事，最好去同克雷连科或索尔茨谈一谈。索尔茨是最高法

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中央监委领导，负责主持全国的清党。  

  当我们已经走过好几个街区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走声。这是维辛斯基，他又赶上了我们。调节好呼吸

之后，他强烈地请求我们不要把刚才他那句有关党中央的话转告给任何人。我们答应了。  

  第二天，年轻的女秘书大惊失色地跑进会议厅来说，维辛斯基正在索尔茨的办公室里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吓得老头

赶紧从办公室里跑出来为他倒开水。  

  还在上个世纪末，阿朗·索尔茨就已成为一名革命者。虽然他遭受过无数次逮捕，在沙俄监狱和流放地中度过了很多

年，但他的心并没因此而变得冷酷无情。他始终是一个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  

  作为一名党员，索尔茨必须在自己的行动中坚定不移地坚持“政治需要”的原则。斯大林的政治局总是用这一原则来

证明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 但是，索尔茨到老也没学会对不公正现象置之不理。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迫于无人



可以幸免的恐怖浪潮的压力，他才不得不重复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告。但最 后他毕竟有勇气当面对斯大林说出了真理，

而这一行动导致了他的死亡。  

  索尔茨的朋友们把他称作“党的良心”，这部分是因为他领导着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党的全国最高法庭。有几年，党

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是向这个委员会报告有关被立案侦查的党员的情况。索尔茨对待此类案件表现出富有人情味的和非官

僚主义的态度，常常令我钦佩不已。  

  正是这样，由于索尔茨的善良和同情心救了维辛斯基。他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在这以后，维辛斯

基的党证才得以归还。几天以后， 索尔茨顺路走进我们的“会议室”。正好遇上我们在里面喝茶。看见索尔茨。他的老朋

友加尔金立即责备他不该去说这个情。索尔茨抱歉地笑着说：“您能要求他些 什么呢？一位同志，工作努力……给他个表

现的机会吧。布尔什维克不是天生的，布尔什维克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如果他有负信任——我们随时都可以开除他。”  

  由于各方面向上诉审委员会提出的上诉越来越多，我忙得几乎参加不了司法委员会的例会。可有一次我抽空去了，正

好看见维辛斯基在做报告，名为 “政治案件中的起诉”。不能否认，他的报告很有逻辑性，而且，他能很好地驾驭俄语，

善于利用演说技巧。执行主席索尔茨高兴地点着头，毫不掩饰自己的赞赏。  

  当时，我并不喜欢维辛斯基那种过份夸张的表演和激情。但总的来讲，有一点我清楚：这是一个能力极强，训练有素

的天才检察官。我甚至开始认为，我们这些党员对维辛斯基太不公正，并希望大家将来能改变对他的态度。  

  然而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情不大，却具有代表性，能充分证明同志们的直觉是正确的。一九二三年冬天，共

和国总检察长尼古拉·克雷连科把包括维辛 斯基和我在内的几名工作人员召了去，并通知说，政治局委派他清理和分析对

苏联驻外国全权代表们的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的材料。鉴于资料数量太多，克雷连科在征 得政治局同意后，吸收我们参加这

项工作。我们必须和他一起研究这些材料，并向中央汇报自己的看法。工作只能晚上在他家里进行，因为他曾向中央保证

不让这些 文件外泄。  

  克雷连科的家是一幢豪华的独立住宅，革命前属于加加林公爵。那一天，我们一直没离开这幢小楼。克雷连科把三四

十本要分析的文件分派给我们，同 时说明，从事这一调查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阿瓦涅索夫发现，在苏联驻外国代表中，存

在着贪污和秘密挥霍大量金钱的可耻行为；而且，某些工作人员有与外国间谍 机关合作的嫌疑。  

  克雷连科请我们将自己的结论写在一大张纸上，并依照这样的次序：左边，被告人的姓名下面，我们应该简要地写明

控告实质，指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向法院起诉。右边，注明案子应移交那里：刑事法庭还是中央监委，或是按纪律程序处

理，并指出应该给予什么处罚。  

  全部文件比预想的要无聊得多。它们记载的基本上是些毫无证据的指控，而且都是那些相互之间关系不好的官僚们在

夫人们的谗言下提出来的。只有少数文件可以证明一些盗用公款、道德败坏的事实和其它有损国家威望的事情。至于叛国

行为，我们根本就没发现。  

  整个晚上，克雷连科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不时走到我们每个人面前，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当他走到维辛斯基背后时，

对一位苏联外交官的事发生了兴 趣。那人被指控生活方式极其奢侈，同一名部下的妻子关系暧昧，以及其它一些毛病。维

辛斯基建议把这名外交官开除出党，交付法院并判三年监禁。  

  “怎能这样——三年？”克霍连科用不满意的口吻问。  



  “您应该写，他让苏维埃国家在西方人眼里威信扫地，为此应该枪毙？”  

  维辛斯基尴尬得面红耳赤。  

  “起初我也想建议枪毙，”他用阿谀奉承的语气喃喃地说：“但是……”  

  他嗫嚅着，竭力寻找适当的解释，可怎么也找不出。这使他惊慌失措，赶紧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克雷连科讥

笑地盯着他，似乎对维辛斯基的仓使失措感到某种满足。  

  “可是，这根本就说不上什么犯罪！”他出乎意料地宣布道，并指着维辛斯基关于把这名外交官开除出党和交付法庭

的笔记，断然下令：  

  “请您写上：案件了结！”  

  我没看维辛斯基，不想使他更觉得尴尬。但维辛斯基却突然发出一阵讨好的笑声：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您可真会捉弄人！您把我都搞糊涂了……当您提出要枪毙他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我想，

我真是太欠考虑，仅仅提出三年！可现在……哈一哈一哈……”  

  维辛斯基的笑声听上去是那么虚伪，令人感到厌恶。  

  我已经说过，很多人都认为维辛斯基是个党内的钻营者，可是我从来没料到他竟如此不讲原则和缺乏道德：证明一个

人无罪也好，枪毙这个人也好。他居然都准备去干，只要能迎合和讨好上级。  

  维辛斯基本身的地位很不稳固。当老布尔什维克在国内享有威望时，清党工作就象时刻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这就是为什么粉碎反对派后，随之而来的摧残反对派成员的浪潮对维辛斯基有利的原因。  

  斯大林需要在所有苏维埃组织中有一批人出来控告老布尔什维克反对斯大林路线，并帮助他消灭这些老近卫军。中央

听信这些诬告把老布尔什维克们从关键岗位上撤职时，诬告者得到的赏赐就是去占据这些空出来的位置。  

  在这种局势下，维辛斯基能够成为党的“警惕的眼睛”，并受命监视去执行斯大林路线的最高法院，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他再也用不着在任何一次清 党面前颤抖了，因为现在被开除出党的，反倒是那些被怀疑对受迫害的列宁的战友们表

示同情的人。维辛斯基不会有这类嫌疑。他被任命为总检察长，并开始积极地 往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安插“可靠的党

员”。自然，那里是不会有象苏维埃法律，甚至整个苏维埃司法制度的奠基人尼古拉·克雷连科这样的人的地位了。他被宣

布 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虽然他并不属于任何反对派。而这个多年来，一直在克雷连科面前讨好卖乖的维辛斯基，却得到

一项“光荣”任务：在司法工作者大会上发 言，谴责克雷连科在司法领域推行的“反列宁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政策。  

  维辛斯基身居总检察长的显赫地位，满意地看着老布尔什维克们一个接一个被赶出最高法院。克雷连科是在一九三八

年初失踪的。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前妻叶连切·罗兹米罗维奇，她在革命前曾担任党中央国外局秘书和列宁的私人秘书。  

  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内务部大楼的走廊上，我同加尔金面对面地碰上了。他正被狱卒押解着。显然，加尔金完全被所

发生的一切压垮了，他居然没认出我，虽然我们还对视了一下。  

  我立即走进别尔曼的办公室，请他尽可能给加尔金帮帮忙。别尔曼告诉我，逮捕加尔金是根据内务部得到的一封告密



信，告他谴责党中央解散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写告密信的，就是维辛斯基。  

  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维辛斯基都被任命为国家公诉人，在这件事上斯大林再次展示了他那“在需要之处用需要的

人”的概念的含义。在整个国家里，能象维辛斯基这样卖命同老布尔什维克算帐的人，大概再也找不出来了。 


